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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专题·
　 　 主持人语：本期发表三篇关于扶贫的文章，以展示当代中国扶贫的重要成果。 《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过程与实践

经验》一文全方位论述了中国精准扶贫的理论和实践，指出理念先进、方法科学、精准到位是扶贫取得成效的根本原

因。 《中国产业扶贫的减贫逻辑和实践路径》一文认为，在扶贫脱贫过程中，产业扶贫是取得成绩的重要举措，也是未

来保证脱贫地区继续发展的关键之举。 《中国生态扶贫的理论创新和实现机制》指出，生态扶贫是以“两山论”为基础

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道路的重要内容。 三篇文章相得益彰，可以帮助读者

更深入理解全党全国全社会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路径。
史志钦（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

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过程与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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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代中国的精准扶贫成就令世界瞩目，是值得深入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实践。 本文

基于精准扶贫政策文本提炼了 ３５ 项政策工具，全景呈现了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做法。 中国精准扶贫

成就的取得建立在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上，这一体制以先进理念指引精准扶贫道路，以科学方法推进

精准扶贫施策，以多种工具提升精准扶贫成效，通过理念指引、方法施策、工具推进“三位一体”共同创造了

脱贫攻坚的卓越成效。 精准扶贫实践探索出来的减贫道路，为中国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实现共

同富裕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消除绝对贫困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新型举国体制；　 精准扶贫；　 政策过程；　 公共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中国公共政策理论与治理机制研究”（７１７２１００２）；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农村集体行动机制与公共事务治理”（７１５７３１５１）；清华大学“水木学者”计
划（２０１９ＳＭ１０１）

作者简介：王亚华、舒全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当代中国的减贫成就十分突出，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中国以举国之力推进脱

贫攻坚，贫困发生率由 １０． ２％降至 ０． ６％ ，贫困人口从 ２０１２ 年年底的 ９ ８９９ 万人减到 ２０１９ 年年底的

５５１ 万人，连续 ７ 年每年减贫 １ ０００ 万人以上（习近平，２０２０）。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２０２０
年中国仍将预期完成脱贫攻坚收官。 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这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底线要求（王亚华等，２０１７：４９—５５）。 中国的精准扶贫实践不仅解决了广大贫困群众的基本生

活保障，显著改善和提高了贫困群众的生活水平；而且通过不断摸索，建立了高效的减贫工作体制机

制，推动着我国基层治理、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改革创新。 这也使得中国的减贫工作获得了很高的社会

评价，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
减缓贫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尽管全世界的绝对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但依据每天

１． ９ 美元的最新国际贫困线，直到 ２０１５ 年全球仍有 ８ 亿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朱梦冰等，２０１７：９０—
１１２）。 中国的发展与减贫是 ２０ 世纪到 ２１ 世纪全球发展的重大成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对发展中国家

发展模式的广泛讨论（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２０１６）。 作为最具挑战性的世界难题，贫困问题既是衡量国家发展

状况的标尺，更是国家治理水平的反映（燕继荣，２０２０：２０９—２２０）。 中国的反贫困实践已经超越了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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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本身，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在扶贫治理过程中所开展的实践做法和形成的机制对

我国治理理论的发展与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吕方，２０１７：１７—２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中国减贫模式演变与精准扶贫政策背景

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是中国在减贫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解决

贫困问题，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并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发展进程，多次调整贫困线标准和贫困治

理目标，不断创新减贫方式方法，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人均国民收入仅为 ２７ 美元，是亚洲人均国民收入的 ２ ／ ３，

农民生活普遍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为改变这一状况，我国推进土地改革，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并在农田灌溉和水利设施建设上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投入，为后来的农村改革

发展和扶贫工作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朱小玲等，２０１２：３０—３２）。 但由于客观上基础条件差薄、主观

上急于求成，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反贫困事业总体进展较为缓慢。 １９７８ 年，我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仅为 １３３． ６ 元，根据当时 １００ 元的国家贫困线标准，估计的贫困人口规模为 ２． ５ 亿人，贫困发生率为

３０． ７％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２０１９：１）。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当时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

针对农村生存性贫困，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针对农村收入性贫困，推动农产品流通体制改

革；针对农村发展性贫困，推动户籍制度和就业管理制度改革。 同时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

资金”“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以工代赈”专项资金等，并在全国划定了 １８ 个贫困地带进行

区域重点扶贫。 体制改革和专项扶贫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农村贫困状况大大缓解，贫困发生率

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０． ７％下降到 １９８５ 年的 １４． ８％ ，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增加到 ３９７ 元（国家统计局住户调

查办公室，２０１９：１）。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日益凸显（蔡昉，１９９４：７—１５），随之我国的

扶贫理念开始逐步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 以 １９８６ 年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专门的扶贫领

导小组为标志，中国的减贫工作开始成为一项专门社会发展工程，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

贫开发。 在扶贫思路上将贫困人口占比较高的县作为基本瞄准单位，自 １９８６ 年起，先后有 ３３１ 个县

和 ３７０ 个县分别被确定为国定贫困县、省级贫困县，中央政府安排专项扶贫资金（专项扶贫贷款、以
工代赈和财政发展资金）对贫困县进行扶持。 这一时期扶贫开发成效明显，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１９８５
年的 １４． ８％降低至 １９９３ 年的 ８． ７％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２０１９：２）。

１９９４ 年，为解决贫困人口尤其是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分布密集、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

大、返贫率高的问题（郑长德，２００３：７—１１），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具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计划。 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将国定贫困县

数量调整为 ５９２ 个，把省一级作为考核单位，集中资金投入到贫困地区的水、电、路、教育、医疗等建设

上。 这一阶段提出的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党政机关对口扶贫、东西部协作扶贫等中国特色的扶贫

方式，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并一直沿用至今。 农村贫困发生率由 １９９３ 年的 ８． ７％下降到 ２０００ 年

的 ３． ５％ ，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２０１９：２）。
进入 ２１ 世纪，尽管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但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从重点县

向重点村转移的态势。 ２００１ 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提出 “整村

推进”的扶贫方式，划定 １４． ８ 万个贫困村作为扶贫重点。 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国家先后设立良种补贴、农
资补贴和种粮直补，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全面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农合、农村低保和新农保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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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引入了带有兜底性质的保障性扶贫措施，扶贫成效显著。 ２０１１ 年，我国将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 ３００
元（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根据这一标准，２０１２ 年末农村贫困人口首次下降到 １ 亿

以下，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１０． ２％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２０１９：２）。
然而，随着扶贫开发事业的推进，传统粗放型的扶贫方式导致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项目

安排“大水漫灌”，资金使用“撒胡椒面”，整村推进的扶贫方式也使得村庄内部财富分化加大，扶贫资

源“精英俘获”现象突出（邢成举等，２０１３：１０９—１１３；温涛等，２０１６：１１１—１２５），扶贫工作面临新的挑

战。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以此为标志，精
准扶贫战略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在此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就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

断、新观点，明确了扶贫理念、扶贫方法论和扶贫工具，科学地提出了“六个精准”的详细要求和“五个

一批”的具体策略，精准扶贫思想日臻完善，成为发展中国家减贫实践中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过程与政策工具

（一）精准扶贫的政策“过程—工具”框架

作为一项战略性制度设计，中国的精准扶贫实践既有过程维度的政策演进，亦有工具维度的政策

拓展。 本文建构精准扶贫政策“过程—工具”框架，尝试对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进行全景梳理。
政策过程是政策科学的研究基点（张敏，２０１０：１１３—１２５）。 １９５６ 年，拉斯韦尔（Ｌａｓｓｗｅｌｌ，１９５６）在

其出版的著作中，把政策过程分为七个阶段： 情报、提议、规定、合法化、应用、终止与评估。 这一划分

极大影响了后来学者们的研究，纷纷提出了大同小异的政策过程阶段模型，经典的教科书式模型包括

问题界定、议程设置、方案评估、政策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环节（薛澜等，２０１７：４５—６７）。 根

据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自身特点，本文在参照以往文献的基础上将精准扶贫的政策过程分为“政策

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四个阶段，鉴于精准扶贫政策尚在执行当中，本文将主要以前

三个阶段作为分析对象。
政策过程的推进需要借助于政策工具的作用。 政策工具是在相应的政策环境下，政府为解决政

策问题、推行政策方案、实现政策目标等采用的政策方法和手段（迈克尔·豪利特，２００６）。 依据不同

的划分标准，政策工具有诸多分类，本文参照罗斯威尔和赛格菲尔德根据政策工具的产生着力面及影

响领域，将精准扶贫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面、需求面和环境面三类（Ｒｏｔｈｗｅｌｌ 等，１９８５），每种类型下又

可细分为若干具体的政策工具，这种分类方式能较好地揭示政策过程中政策工具发挥的影响和作用。
其中，“供给面”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直接扩大供给有利于贫困解决的相关要素，使贫困主体

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环境或者状态，如扶贫资金投入、基础设施供给等，主要表现的是政策对扶贫的

推动力；“环境面”政策工具是通过对外部扶贫环境的优化间接对扶贫问题有效解决的战略部署，根
据不同贫困区域所具有的特点来制定适合其自身发展的扶贫政策，如制度设计、税收优惠、法规管制

等，主要表现为政策对扶贫发展的影响力；“需求面”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采购与贸易管制等措施

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积极开拓并稳定与扶贫产业相关的市场，从而推动扶贫的开发利用，典型的如

消费扶贫等，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主要表现为政策对扶贫的拉动力。
采用何种政策工具通常在政策文本中有迹可循。 政策文本既是政策执行和绩效评估的重要依

据，也是政策主体调控和管理行为的“印记”，是政策过程和政策工具可记录、可追溯的客观反映（任

弢等，２０１７：９６—１０１）。 鉴于国务院扶贫办是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核心主体，课题组从国务院扶

贫办网站搜集了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之间由党中央、国务院或各级中央部委单独和

联合颁布的 ８９ 份扶贫政策文本，通过对文本的梳理和相应内容的编码，提炼出了我国实施精准扶贫

政策以来所采用的各类宏观层面的政策工具，共计 ３５ 项，并基于政策“过程—工具”的二维框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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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类型划分，呈现了中国精准扶贫政策体系的全景（见图 １）。 为便于分析，本文所提炼的这些政策

工具立足于宏观层面，也可被视为减贫目标下的独立政策，每一项政策工具下面还可再做细分。

图 １　 基于政策“过程—工具”框架的精准扶贫体系

（二）基于政策工具的精准扶贫实践

中国的精准扶贫体系涵盖的政策领域十分广泛，在实践中针对不同问题所采用的不同政策工具

有效促进了减贫成效的提升。 根据搜集的政策文本，并基于政策“过程—工具”框架的分类，我国精

准扶贫实践有如下做法。
１． “政策规划———供给面”的政策实践

（１）组织能力建设。 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型权力弱化是农村公共治理危机和贫困的重要致因之一

（王亚华等，２０１６：２３—２９）。 自 ２０１４ 年起，我国在全国层面开展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集中整顿专项

行动；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在全国层面推行“第一书记”政策；有针对性地选配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熟
悉“三农”工作的干部担任贫困乡镇党政主要领导；推进贫困村村监会建设，落实“四议两公开”、村务

联席会等民主自治制度，不断推进村级扶贫行政体系的组织再创新（左停等，２０２０：９９—１０５）。
（２）信息系统建设。 我国建设了一个全国大集中同时又覆盖中央、省、市、县、乡镇、行政村六级

业务网的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系统包含了五大功能：支撑扶贫开发全过程信息化的业务管理功能；融
内部监控和外部监督于一体的资金、项目监管功能；引导社会力量、扶贫对象参与的公共服务功能；与
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作功能；基于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的决策支持功能。

２． “政策规划———环境面”的政策实践

（１）目标规划。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精准扶贫战略制定了一系列方针规划，例
如《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关于创新机制扎

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等，这些战略规划为

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引。
（２）责任制管理。 我国对脱贫攻坚实行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和“五级书记抓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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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责任制，即党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统筹制定脱贫攻坚大政方针；省级党委和政府结合本地区

实际制定政策措施；市级党委和政府负责协调域内跨县扶贫项目，对项目实施、资金使用和管理、脱贫

目标任务完成等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和监督；区县和乡镇党委政府则制定和执行具体措施。
３． “政策执行———供给面”的政策实践

（１）人才扶贫。 我国持续开展公务员脱贫攻坚专项培训，把提升精准脱贫专业化能力贯穿培训

全过程；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贫困地区工作，推进中央单位和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之间干

部交流任职，选派后备干部到贫困县挂职任职；开展贫困地区青年人才支持行动，由各级团委部门开

展优秀青年干部、创业致富带头人、科技工作者、青年教师等青年人才培训工作。
（２）社会扶贫。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特征。

我国通过多种政策鼓励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多种形式参与扶贫开发，实现社会帮扶资源

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 例如组织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实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

划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动员广大公众参与脱贫攻坚。
（３）健康扶贫。 健全贫困地区基层卫生计生服务体系，加强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将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制度向贫困人口倾斜，加大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加大农村

贫困残疾人康复服务和医疗救助力度，扩大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残疾人医疗康复项目；并采取针

对性措施，加强贫困地区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病等防治工作。
（４）精神扶贫。 以等、靠、要思想为代表的精神贫困一直是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难点（杭承政等，

２０１７：９７—１０３），为增强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我国持续开展扶贫扶志行动。 例如，开展扶志教育活

动，创办脱贫攻坚“农民夜校”“讲习所”；实施以工代赈，动员更多贫困群众投工投劳；推广以表现换

积分、以积分换物品的“爱心公益超市”等自助式帮扶做法。
（５）教育扶贫。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学校布局、软硬件建设、师资力量提升、儿童营养改善、

贫困学生救助等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东部地区职业院校（集团）对
口支援贫困地区职业院校；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教育服务质量。 同时也针对深

度贫困地区的现实特征，实行有重点有针对性的教育脱贫攻坚，例如为少数民族老师开展普通话

培训。
（６）文化扶贫。 推动文化投入向贫困地区倾斜，集中实施一批文化惠民扶贫项目，普遍建立村级

文化中心，例如在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宗族文化地区，普遍将宗族祠堂改造为村级文化活动中心，
使传统文化发挥现代效能；在县级层面，推动贫困地区县级公共文化体育设施达到国家标准；同时鼓

励文化单位、文艺工作者和其他社会力量为贫困地区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
（７）技能扶贫。 增强贫困群体的职业技能是摆脱长久贫困和代际贫困的重要基础。 我国实施

“雨露计划”“春潮行动”“技能脱贫千校行动”等项目，大力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

业教育，参加技能培训；实施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培训五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６ 年—２０２０ 年）、残疾人

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等，实现“教育培训一人，就业创业一人，脱贫致富一户”的目标。
（８）财政扶贫。 全国多数地方的精准扶贫均具有强投入性特征（陈弘等，２０１９：１２—１８）。 历年

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持续稳定增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资

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对扶贫的支持力度也持续提升；
同时明确要求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涉农资金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用于贫困村。

（９）交通扶贫。 我国在贫困地区持续推动国家铁路网、国家高速公路网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大
幅度增加中央投资投入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铁路、公路建设，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公路建设补助标

准，加强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和危桥改造；并且明确要结合村镇行政区划调整、易地扶贫搬迁、特色产业

发展和农村物流等来规划建设或升级改造“扶贫路”，为脱贫攻坚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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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光伏扶贫。 我国因地制宜采用集中式、分布式等不同工程形式推进光伏农业、渔光互补等

新型业态，实施光伏扶贫工程。 根据工程规划，推动 １６ 个省 ４７１ 个县约 ３． ５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

２００ 万建档立卡无劳动能力贫困户（包括残疾人）每年每户增加收入 ３ ０００ 元以上。 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国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联合发文进一步提高了光伏发电收益用于扶贫的比例。
（１１）兜底脱贫。 我国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 针对

一些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群体，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加强关爱帮扶。 今年疫情期间，为缓

解受疫情影响导致的贫困加剧，各地民政和扶贫部门及时将符合民政帮扶政策的人员纳入救助帮扶

范围，依规发放救助帮扶资金（如价格临时补贴），或提供救助帮扶服务。
（１２）易地搬迁扶贫。 我国将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

贫困人口搬迁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地理位置，并确保搬迁群众住房安全得到保障，饮水安全、出行、用电

等基本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享有便利可及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
间，全国有 ２２ 个省约 １ ４００ 个区县 ９８１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１３）对口帮扶。 “对口帮扶”是中国体制基础上为协调区域发展、应对危机事件、开展国家专项

工程而开展跨地区、跨部门、跨政府合作，实现协同治理的有效方式，也一直被作为中国扶贫开发的重

要手段（燕继荣，２０２０：２０９—２２０）。 我国长期实施如下两种协作对口帮扶：一是地区协作———东部地

区对口帮扶西部地区；二是定点扶贫———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帮扶贫困县或贫困村。
（１４）资产收益扶贫。 鉴于我国扶贫资金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各地积极实施资产收益扶贫：对

那些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项目所形成的资产，具备条件的折股量化给贫困村和贫

困户；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其他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托管、牲畜托养和吸收农民土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
带动贫困户增收；在贫困地区开展的水电、矿产等资源开发，也要赋予土地被占用的村集体股权。

４． “政策执行———环境面”的政策实践

（１）金融扶贫。 在对贫困农户的金融扶持上，推动扶贫小额信贷覆盖建档立卡贫困农户的比例

和规模持续增长；在对县域经济的金融扶持上，推动金融机构网点向贫困乡镇和社区延伸；增加贫困

地区信贷投放，加大对县域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易地扶贫搬迁以及重点支柱产业的金融支持力

度。 针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还适当延长了贷款主体的还款期限。
（２）税收扶贫。 税务部门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按每户每年 １２ ０００ 元为限额依次

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于招

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企业，与贫困人口签订 １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头

３ 年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各种税费。
（３）网络扶贫。 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要求每个村至少确定 １ 名有文化、懂信息、能服务的信息

员；在全国层面，计划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全国行政村通光纤、通 ４Ｇ 比例达到 ９９％ ，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

到 ９９％ ，电商服务通达所有乡镇，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宽带接入率达到 ９９％ ，远程医疗覆盖所有

贫困县。 保障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方便快捷接入高速、低成本的网络服务。
（４）资本扶贫。 对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均在贫困地区且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或者注册地

在贫困地区、最近一年在贫困地区缴纳所得税不低于 ２ ０００ 万元且承诺上市后 ３ 年内不变更注册地

的企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即报即审，审过即发；对注册地在贫困地区的企业申请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或行公司债、资产支持证券，实行专人对接、专项审核，且即报即审。
（５）科技扶贫。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央统战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民

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围绕“多党合作，智力扶贫”主题在黔西南地区开展“星火计划、科技扶贫”实验

区建设，科技特派员制度也应运而生。 例如，北京市现有科技特派员队伍近万名，已与 ３８ 个国家级贫困

地区开展科技扶贫协作，带动 ３６８ 个贫困村、近 ５３ ０００ 户贫困农民脱贫增收致富（孟竹等，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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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土地扶贫。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需要使用大面积建设用地，在建设用地指标有限的现实约束

下，我国国土部门制定政策，允许在连片特困地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开展易地扶贫搬迁时，
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即进行市场交易，既为搬迁农民安置提供用地

保障，又能为搬迁农民建新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７）扶贫政绩考核。 出台《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数量减少、贫困县退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识别、退出精准度，对帮扶工作的

满意度，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扶贫资金安排、使用、监管和成效等纳入考核指标。 对县级考核

重点由 ＧＤＰ 转向扶贫开发，并取消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地区 ＧＤＰ 考核。
（８）扶贫资金审计。 审计署开展四类扶贫资金专项审计：对各类扶贫等政策措施的进展和效果

进行审计；对扶贫资金的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截留侵占、贪污私分、挥霍浪费等进行审计；对是否按中

央有关要求把资金真正用到扶贫开发上进行审计；对整村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特色产业发展、生态建

设、村级道路畅通、饮水安全、危房改造、教育卫生等重点项目建设和运营效果开展审计。
（９）社会保险扶贫。 通过财政补贴减轻贫困人员参保缴费负担，通过降低起付线、提高报销比例和

封顶线等倾斜性政策减轻贫困人员医疗费用负担。 “十三五”期间，在认定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时，中央

确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暂不计入家庭收入。 针对“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支持保

险机构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价格保险、产值保险等新型农业保险。
５． “政策执行———需求面”的政策实践

（１）消费扶贫。 我国广泛动员各级党政机关、统一战线、国有企事业单位、军队、工青妇等群团组

织、行业协会商会、民营企业等各方力量，积极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同时又采取措施加强贫困地区网

络基础设施、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网点等建设；并且支持贫困地区建立生产

基地、开展标准化生产、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等以提升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质量。
（２）旅游扶贫。 我国在全国层面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八大行动：乡村环境综合整治、旅游规划扶贫

公益、乡村旅游后备箱和旅游电商推进、万企万村帮扶、百万乡村旅游创客、金融支持旅游扶贫、扶贫

模式创新推广、旅游扶贫人才素质提升等，通过专项行动创造优良的乡村旅游环境、市场、金融、人才

和管理，实现脱贫攻坚、农村经济、生态环境等多方共赢。
（３）电商扶贫。 政府部门对有条件的贫困县实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全覆盖，对有条件发

展电子商务的贫困村实现电商扶贫全覆盖，并动员第三方电商平台对有条件的贫困县实现电商扶贫

全覆盖。 中央各部门在电商扶贫行政推进、公共服务、配套政策、网货供应、物流配送、质量标准、产品

溯源、人才培养等方面通力合作，合理分工。
（４）生态扶贫。 生态扶贫是将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一种扶贫工作模式。 当前，我国在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石漠化治理、防沙治沙、湿地保护与恢复、坡耕地综合整

治、退牧还草、水生态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一方面，在此类工程的项目和资金安排上进一步向贫困地

区倾斜；另一方面，开展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５）就业扶贫。 我国持续开展就业扶贫行动，例如劳务协作对接行动、重点群体免费职业培训行

动、春潮行动、返乡农民工创业培训行动、技能脱贫千校行动等，以增加贫困群体的就业机会和职业技

能；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增加社会就业岗位，支持贫困地区建设县乡基层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

台，大力支持家政服务、物流配送、养老服务等产业发展，拓展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就业空间。
（６）农业产业扶贫。 我国大规模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广泛实施“一村一品”；培育贫困地区农民

合作组织，组建各类合作社或合作联社；引进和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探索企业与贫困农户建立利

益联结机制；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 并且针对产业扶贫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时调整

政策并加强产业扶贫风险监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落实风险防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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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政策评估———环境面”的政策实践

（１）督查问责。 建立扶贫检查督查和问责机制。 第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层级督查，由各个不

同层级政府或部门对下一级政府或部门的政策执行和扶贫绩效进行督导检查；第二种是平级跨行政

区的交叉检查，通常来自外省或外市的扶贫工作队伍对本地扶贫工作进行检查；第三种是联合督查，
由多个不同部门联合对某一行政区内的扶贫开展情况进行检查督查。

（２）督查激励。 国务院办公厅结合国务院大督查、专项督查和部门日常督查情况，专门对扶贫取

得明显成效的地方予以督查激励，公开表扬，并相应采取多项奖励支持措施。 例如，２０１８ 年对在扶贫

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认定为完成年度计划、减贫成效显著、综合评价好的安徽、江西、湖北、广西、四
川、贵州、西藏、新疆等省区在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中给予一定奖励。

三、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经验和启示

中国精准扶贫的成功实践不仅印证了中国自身选择的脱贫攻坚的正确性，也进一步证明了政府

作用的有效发挥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价值（邢成举等，２０１８：３４—４９）。 当然，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并

非源于以政府计划手段为主的传统举国体制，而是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过程

中所形成的新型举国体制中。 新型举国体制以实现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以科学统筹、集
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为基本方针，以现代化重大创新工程为战略抓手，以创新发展的体制安排

为核心实质（何虎生，２０１９：５６—５９）。 近年来，新型举国体制在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处置、重大科技创

新、巨型灾害应对、精准扶贫攻坚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当前，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的精准扶贫具有显著的战略性、协同性、创新性特征。 战略性体现在

以先进理念指引精准扶贫道路，从一开始就确定建立什么样的扶贫体制、如何对待扶贫对象、遵循什

么样的扶贫思路、如何应对扶贫实施中的普遍问题与特殊问题；协同性体现在以科学方法推进精准扶

贫施策，通过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来协同解决复杂治理难题（王亚华，２０２０），既包含政

府、市场、社会维度的协同，也包含制度、组织、个体维度的协同；创新性体现在以多种工具提升精准扶

贫成效，无论是政策工具数量维度的单一选择、多元组合还是政策工具自身类型的变革，都具有鲜明

的创新特征。 在这套新型举国体制下，通过理念指引、方法施策、工具推进“三位一体”共同创造了脱

贫攻坚的历史性成效（见图 ２），形塑了扶贫开发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展现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

系在解决现代治理问题方面的有效性。

图 ２　 中国精准扶贫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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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念维度：以先进理念指引精准扶贫道路

１． 扶贫体制：坚持党的集中领导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也是精准扶贫取得成功

的体制保障。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

大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实践中，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在此之后，习近平

总书记就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要求农村扶贫开

发政策和措施针对真正的贫困人口，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发生的各种因素和障碍，达到可持续脱贫

的目标（汪三贵等，２０１５：１４７—１５０），这是做好经济工作和脱贫攻坚的根本保障。
一方面，党的集中领导在精准扶贫工作上扮演着“核心”的作用，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扶贫

资源、人力物力的统筹，对各方不同利益的协调，“五级书记抓扶贫”的政策实践是这一理念的具体落

实，已被证明十分有效。 另一方面，群众是精准扶贫的核心主体，组织动员群众参与精准扶贫是实现

扶贫成效目标的重点，也是难点，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早已深度融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方

方面面，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动员型”体制，在精准扶贫中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迅速营造扶贫工作

的舆论势头和社会氛围，实现人、财、物的快速集中与调动，使得减贫效果集中凸显。 此外，精准扶贫

作为一项宏观制度设计，要将制度设计转化为制度成效，离不开有效的政策执行，党的基层组织深度

嵌入国家与社会之中，具有强大的介入能力，能够集中行政力量高效精准地执行扶贫政策，并将扶贫

工作与其他行政工作有效衔接、协作，使行政体系整体成为扶贫体系（王雨磊等，２０２０：１９５—２０９）。
２． 扶贫对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

共享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确保了扶贫对象的聚焦和精准。 十八大以

来，全国上下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共享发展理念，全力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深
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落实“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的措施，通过建机制实现可持续，在通过发

展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宁吉喆，２０１７）。
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将扶贫开发上升到治国理政的新高度，提出了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

略，强调帮扶措施“到村到户到人”，明确要求“不让一个贫困地区掉队、不让一个民族兄弟掉队、不让

一个贫困家庭掉队”。 在战略上重视每一个个体的同时，在落实上也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实际需求：
从初期帮助贫困群众解决温饱，到改革开放后保障贫困群众收入增加，再到新时代确保贫困群众“两
不愁、三保障”，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也稳步提高，这些直观的减贫目标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确保了政策目标群体和政策执行路线的聚焦。
３． 扶贫思路：坚持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发展是“中国式减贫”的内在属性。 亚洲开发银行和欧盟分别在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０ 年提出了

包容性发展的概念，强调经济增长的巨大收益要能够惠及普通民众，实现机会平等、公平参与和区域

可持续发展（Ｈｅｒｒｅｒａ，２０１６：１７２５ － １７３０）。 在精准扶贫中坚持包容性发展的思路，本质是在增长的过

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众共享增长成果，使贫困人群能获得公平的收入分配和均等的发展权利，确保

每个公民都有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其核心要义是遵循共建、共享、共富的发展理念，公平分享经济发

展成果，促进发展的协调与均衡（向德平，２０１１：１—８）。
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剪刀差使农业、农村和农民面临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对待，难

以与城市共享发展成果，精准扶贫中所推出的资产收益扶贫、三权分置改革、农村“三块地”改革等政

策正是致力于让贫困群众获得公平的收入分配和均等的发展权利，本质上是一种有利于穷人的经济

增长方式（李小云，２０２０）。 尤其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经济社会背景下，老人、妇女、儿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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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群体往往更容易陷入贫困，我国在精准扶贫中专门针对这些弱势群体出台各类帮扶政策，其价值在

于促进金字塔底层人群的进步，实现发展的协调与均衡（Ｒａｍａｎｉ， ２０１４：２９５ － ３０５）。
４． 扶贫实施：坚持适应性治理

适应性治理是通过协调环境、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建立韧性管理策略、调节复杂适应性

系统的状态，从而应对非线性变化、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理论（Ｃｈａｆｆｉｎ 等， ２０１４：５６）。 尽管我国在各

领域实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但其并非单纯的中央集权，而是在权力向中央集中的同时，又赋予地方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主权 （庞明礼，２０２０：８９—９７），这使得包括精准扶贫在内的各项政策在实施过程

中能够适应地方的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和生态约束等独有特征，“精准化”推行多元化

的扶贫开发道路，并根据政策反馈及时调整相应政策。
我国在减贫治理中始终坚持稳定性和动态性相结合，在不同阶段既出台了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文

件，又根据实际进展情况不断调适中国的贫困线、扶贫政策供给和相关制度安排，不断更新调整政策

的瞄准性和需求回应性。 例如基础条件差、起点低、发展慢的地区如果没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与其

他地区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汪三贵，２０２０：１３０—１４８），因此，我国针对三区三州、革命老区等特殊贫

困地区的不同特点，制定了适应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需求的扶贫规划。 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

没有历史经验和国外经验可循，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根据政策执行效果和政策反馈情况合理调适政策

以适应扶贫需求，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扶贫理论与扶贫现实的融合。
（二）方法维度：以科学方法推进精准扶贫施策

１． 制度式扶贫：注重顶层设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辟精准扶贫新时代，精心设计，精准发力，成为脱贫攻坚中国方案的一个

重要特点，其中，纳入国家规划是实现脱贫目标的制度保障（胡鞍钢，２０１６）。 党和国家将脱贫攻坚纳

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升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新高度，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决策部署，不断从宏观、中观

和微观层面对减贫方案进行制度设计，不仅在战略上明确了扶贫开发的基本方向，而且在路径上促进

了减贫举措的落地实施。
在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中，将外在“输血式”扶贫与内部“造血式”扶贫相结合，以保障贫困群众的

生存权和发展权；重视扶贫开发与区域发展相结合，在贫困地区以脱贫攻坚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重视扶

贫开发与农业农村发展相结合，在坚持“三农”重中之重地位、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逐步推进减贫工

作（蒋永穆等，２０１９）。 通过不断推进和完善的顶层设计，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２． 参与式扶贫：推进共建共治

中国精准扶贫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动员全社会参与，
推进共建共治。 自我国开始启动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开发行动后，在发挥政府扶贫开发优

势和主导性作用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强调市场、社会参与农村扶贫开发的作用和力量，逐渐形成了政

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共建共治”的大扶贫格局。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的作用展现出了强大活力和驱动力，随后市场组织、

社会组织等逐渐被纳入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代表的正式制度安排，并进一步推动了扶贫

战略的转变：从救济式扶贫转变为开发式扶贫，从封闭式扶贫转变为开放式扶贫。 这一转变为市场、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奠定了政策基础，也展现出了强大的政策绩效：在政府主导下，市场通过

“看不见的手”引导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则以其灵活、高效的优势参与特殊贫困地区及特殊贫困

人口的扶贫开发与社会救助。 以湖南省为例，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底，通过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行
动，全省有 ６ １６５ 家民营企业对接帮扶 ８ ２４３ 个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 ６ １１８ 个，占全省贫困村总数

的 ８８． ４％ ，实施项目 １５ ２２３ 个，累计投入资金 ９４． ３ 亿元，惠及贫困人口 １０８． ８ 万人，为扶贫成效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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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巨大贡献（章勇，２０２０）。
３． 合作式扶贫：重视府际协作

府际协作的产生源自于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程度加剧，科层制设计下的单个政府部门难以独立

完成组织目标，为此需要跨部门的协作（黄萃等，２０１５：６８—８１）。 扶贫开发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管
理等多类事务，同时又具有多元的政策目标，显然单靠扶贫办一个部门是不现实的。 我国在扶贫领导

体系和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上，除了专门的扶贫办，从国务院到各地地方政府均成立了扶贫开发（脱
贫攻坚）领导小组或脱贫攻坚指挥部，在国务院由副总理任组长，在地方则由各级党政一把手负责，
以实现对不同部门的资源整合与协调。

本文对十八大以来颁布的中央层级扶贫政策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可以发现扶贫领域中央政府不

同部门之间的协作网络非常密切，涉及八九十个中央部门、机构或团体（见图 ３）；提取单个部门的合

作网络后发现，所有部门尤其与扶贫工作联系紧密的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教育部、民政部等部门都与

其他多个不同部门多次协作，共同制定政策（见图 ４）。 以消费扶贫为例，在《消费扶贫助力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２０２０ 年行动方案》中，一共有 ２７ 个部门和单位参与政策制定，既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

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科学技术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党政部门，也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

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群团组织，还有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等军事部门。 跨部门之间

的府际协作充分实践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先进特征，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凝聚了强大

的组织合力。

图 ３　 精准扶贫中的府际协作网络（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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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精准扶贫中的府际协作网络（单点）

４． 协同式扶贫：强化政策协同

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扶贫开发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工程，尤其是伴随中国贫困现状发生转

变，扶贫开发已不再是单纯的收入增长问题，也与经济社会的整体紧密相联，例如赋权还权和惠农政

策为减贫提供了制度支持，财政能力为减贫提供了基本支撑，产业发展和结构转型为减贫注入了活力

源泉，提升人力资本有助于增强脱贫能力和内在脱贫动力，社保体系则是减贫的有力保障（陈济冬

等，２０２０：１１４—１２４）。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在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在长期的扶贫开发实践中，

我国建立并完善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多维度的扶贫政策体系，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

况进行及时调整，出台具有适宜性和针对性的政策，强化政策协同，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效。 例

如在易地搬迁扶贫中，并非简单的一搬了之，也不是单一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而是在搬迁前期有用

地指标的政策支持，搬迁后期有就业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等各类政策支持，这些政策共同施力，
构筑确保贫困户稳定脱贫的“合力型”协同政策体系；此外，政策与政策之间的“嵌套型”协同也普遍

存在，以旅游扶贫为例，为解决地方政府在推进旅游扶贫工程时企业或项目的融资贵、融资难、融资慢

等问题，由中国农业开发银行定向对一批开发建设水平高、精准扶贫机制实、经营管理发展好、示范带

动减贫效果强的旅游扶贫项目加大优惠贷款的支持力度，建立起以金融扶贫推动旅游扶贫进而促进

群众减贫的政策协同体系。
（三）工具维度：以多种工具提升精准扶贫成效

１． 工具选择：基于有效政策实验

在精准扶贫中，政策工具的选择对于政策绩效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的精准扶贫过程也是一个不

断探索的过程，一些政策工具的选择往往是基于地方政府的有效实验后而推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

循证型政策，即将政策工具的选择建立在明智证据的基础上（周志忍等，２０１３：２３—２７），这也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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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诸多领域政策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 以光伏扶贫为例，光伏扶贫最早于 ２０１３ 年出现在安徽金寨，
后对当地扶贫成效明显，引起有关部门关注。 ２０１４ 年，国家能源局与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文，提出

２０１５ 年在河北、山西、安徽、甘肃、宁夏、青海 ６ 省（区）组织开展光伏扶贫工程试点，每个省（区）各选

取 ５ 个贫困县，采取以村为单位整体推进（一次性覆盖到全村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其试点目的包含

了探索光伏扶贫模式、利益分配形式、工程管理方式和项目融资模式等多个目标。 经过一年试点，
２０１６ 年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能源局、国家开发银行、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发文，发布《关于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工作的意见》，将根据地方试点后完善的政

策推向全国所有省市，以此增加更多贫困群众的经济收入。 还有如“第一书记”扶贫政策，同样是基

于江苏、广西、山东等省份的先期探索后于 ２０１５ 年在全国层面铺开，这是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国家权力

全面从农村地区退出以来，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再次进入（舒全峰，２０２０：１０），尽管这是对中国传

统上“皇权不下县”的乡村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但实践证明，这一建立在政策实验基础上的制度更

加行之有效，也是对当前“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扶贫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呼应。 总之，基于

有效实验的政策工具在精准扶贫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大大减少了精准扶贫的试错成本，也显著提高了

政策工具的边际收益。
２． 工具组合：基于多维协同减贫

政策工具组合的需求源自于多样化政策目标、分散治理结构、多层次管理、多重市场失灵和系统

失灵等问题，必须通过加强不同领域政策的“组合”提高政策协调性（Ｆｌａｎａｇａｎ 等，２０１１：７０２—７１３；
Ｋｉｖｉｍａａ 等， ２０１６）。 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组合能弥补单个政策工具的缺陷和局限，政策工具组合所

产生的新特性和新功能，能够改善扶贫政策功能，提高扶贫政策绩效。 根据本文的梳理，在精准扶贫

的政策执行阶段，不完全统计一共有 ２９ 项政策工具，其中供给面、环境面、需求面分别占比 ４８． ２８％ 、
３１． ０３％和 ２０． ６９％ ，结构合理的政策工具组合对于完善精准扶贫的政策环境、增强供给面政策工具

的推动力和提高需求面政策工具的拉动力具有重要的保障价值，也是实现多维协同减贫的制度基础

（施琳娜等，２０２０：１１３９—１１５１）。 例如，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是“五个一批”的其中之一，为实现这一政

策目标，相关部门选择的政策工具既包括供给面的教育扶贫、技能扶贫，以解决搬迁贫困户的孩子上

学和职业技能问题；也包括环境面的金融扶贫、土地扶贫，以解决搬迁安置房的建设资金和土地来源

问题；同时还包括需求面的消费扶贫、农业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各类政策工具，以解决贫困户的收入

来源问题。 通过合理有效的政策工具组合使得各类政策形成合力，从而实现稳定的、可持续的精准

脱贫。
３． 工具创新：基于先进科技驱动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精准扶贫实现了

工作形态和工作流程的转变，信息科学技术的引入，使得统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基层自治组

织，实现贫困治理过程中的政策共享、信息共享、资源配置追踪、扶贫绩效跟踪和透明化监管等成为可

能。 最典型的是 ２０１６ 年推出的网络扶贫，通过实施“网络覆盖工程、农村电商工程、网络扶智工程、信
息服务工程、网络公益工程”五大工程，建立起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实现网络覆盖、信息覆盖、服
务覆盖，建立精准扶贫的科技支撑。 例如在教育行业，互联网技术打破了物理层面的区域差异和空间

阻隔，使得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能够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促进教育公平；在农业生产行业，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使得更可靠的普惠金融成为一项公共服务，贫困农户通过互联网即可以获得初始生产

资本。 在先进科技的驱动下，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也随之创新，建立在先进科技基础上的政策工具创

新为提升精准扶贫的管理效率、提高精准扶贫的政策绩效发挥了重大作用。

·３５１·

王亚华　 舒全峰：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过程与实践经验



四、结语：继承和发扬精准扶贫的宝贵经验

精准扶贫实践重塑了我国国家与社会、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通过扶贫理念、扶贫方法、扶贫工具的

探索、创新和实施，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动员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以及再分配能力较之前都有了较大提

升，人民群众的公共精神与公共意识得到有效激发和培育，生活条件与精神面貌得到极大改善，基层

干部领导力和公共服务动机水平明显增强（王亚华等，２０１８：９３—１０２），党在基层的政治合法性和执

政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持续推动着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的精准扶贫实践亦

是人类减贫事业的伟大探索，在 ２０２０ 年让占全人类人口总数近 １ ／ ５ 的中国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特别

是注重维护贫困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权利，维护全社会的平等和公平正

义，既是对人权思想理论体系的发展，也是世界人权的实质进步，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了

宝贵的案例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贫困的长期性、历史性、复杂性，消除绝对贫困后，缓解相对贫困将

成为未来扶贫工作的核心内容。 首先，需要将缓解相对贫困问题作为新时代的一个新战略，进入一个

全新的政策周期，针对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不同过程阶段选择合适的政策工

具；其次，从先前的“运动式治理”回归到今后的“常态化治理”，在政策工具上减少供给面政策工具、
强化环境面政策工具、增加需求面政策工具，以增强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为核

心政策目标；最后，要进一步继承脱贫攻坚的精神、发扬精准扶贫的经验，做好政策过渡与制度衔接，
强化相对贫困减贫理念、方法与工具的协同作用发挥，将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相对贫

困和促进乡村振兴的实际效能，为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实现共同富裕与中国民族的伟

大复兴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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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ｏｒ ｓｈａｒｅ ａｓｓｅｔ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ｗａｒｄ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 １ ）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ｉｔ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 ２ ）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ｆｉｘ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ｇｉｖ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ｒｏｌｅ， （４）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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